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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工资取决于劳动者的工资议价

能力。因而，有效测度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有助于识别影响劳动者工资的决定因

素和理解劳动者的工资决定机制。借助讨价还价模型，从理论上构建一个可以有效

刻画单个劳动者与企业进行工资议价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可以有效测

度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方法；更进一步，以中国微观企业数据为样本，分析开

放经济条件下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更

稳定的贸易政策提升了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这意味着贸易政策稳定性是影响

劳动者工资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有助于深化认识开放经济体系中劳动者的工资

决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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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劳动者的工资决定机制既是劳动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一国政府有效
实现宏观经济调控所关注的重要方面。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假定下，劳动者的
工资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而在现实的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劳
动者的工资决定则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工资议价能力。然而，由于工资议价能力很难
直接观测，因而极大限制了劳动者工资决定理论的应用，同时考虑到中国很多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工会的作用极其有限，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代表员工与资方进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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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谈判的工会组织，致使工资的集体议价机制在劳动者的工资决定中并不能有效发
挥作用，因而，在理论上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可以刻画单个劳动者与企业进行工资议
价的模型，并构建一个容易测度的指标，据此展开相应的政策评估与经验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中国国有企业职工工资中的主要部分已
基本由市场调节决定。１９８７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在坚持按
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１９９２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
会更是明确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
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收
入分配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即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体现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前提条件之下，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劳动者的个人报酬决定中
引入竞争机制。１９９７年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完善
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强调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格
局。毫无疑问，中国企业劳动者工资决定的市场化以及日益完整的统计数据为我们研
究劳动者的工资决定机制，分析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提供了中国样本。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日趋加深，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推动形
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列为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外部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不
容小觑。２０１８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稳外贸”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工
作重点。“稳外贸”的重要举措在于营造稳定的外贸环境，稳定贸易企业所面临的贸
易政策。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开放经济背景下，评估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决定劳动者
收入的关键因素即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创新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

以中国经济为背景，伴随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白重恩等认为，中国１９９８
年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改制，由于国企改制，使得劳动力面
对不利的市场环境，从而降低了劳动者的收入份额。①罗长远和张军也发现了类似的
证据，经济的民营化并没有改善劳动收入的占比。②白重恩和钱震杰进一步利用中国
省级层面数据证实，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走低。③伍山林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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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劳动收入份额决定的理论模型，发现工资率、生产技术和税负对劳动收入份
额的影响方向具有多种可能性；同时，经济中的垄断和改制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①

魏下海等从工会的角度，发现企业内工会的存在，一方面会引起企业工资率的上升，

另一方面也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然而由于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要超过工资率上
升的幅度，结果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升反降。② 陈宇峰等则分析了技术进步对
中国劳动收入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垄断利润率是劳动收入份额短期变动的主要原因，

而技术偏向性是决定劳动收入份额长期运行水平的关键因素。③魏下海等发现，有政
治关系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无政治关系的企业，因而中国民营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的决定有其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④贾珅和申广军则通过拓展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和

Ｍｉｌｇｒｏｍ的模型，研究发现随着企业面临的风险降低，劳动者的努力程度上升，这
将提高产出水平和工资收入水平，然而工资水平的提升幅度要低于产出的增加幅度，

致使劳动收入的占比下降。⑤

邵敏和黄玖立认为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外资进入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
要因素。⑥ 唐东波从全球化的角度，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贸易的扩展，

致使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升。但是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却不利于中国劳动收入份
额的提升。⑦ 蒋为和黄玖立认为中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程度的提升，是导致中国劳
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⑧ 而余淼杰和梁中华则发现，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中国
的劳动收入份额。⑨赵秋运和张建武认为，国际贸易和最低工资导致了中国劳动收入
份额的持续降低。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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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分析

现有关于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业层面。Ｂｒｏｃｋ和Ｄｏｂｂｅｌａｅｒｅ
通过加总比利时制造业企业的数据，从行业层面发现全球化并没有对劳动者的工资
议价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①Ａｂｒａｈａｍ等则发现，进口竞争反而不利于劳动者的
工资议价能力。②Ｍｏｒｅｎｏ和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也发现，进口最终产品降低了西班牙劳动者
的工资议价能力。③此外，盛丹发现，外资企业的存在降低了劳动者的集体工资议价
能力，出口贸易却显著地提升了工人的集体工资议价能力。④在企业层面，Ｍａｃｉｓ和

Ｓｃｈｉｖａｒｄｉ利用意大利的雇主—雇员数据，对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所支付的工资
溢价进行分解。他们根据个人观察到的特征、个人固定效应和公司固定效应对个人工
资进行回归，评估了劳动力构成和劳动者议价能力在解释工资收入中的相对重要性。⑤

已有研究无疑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
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如下三大方面。首先，我们从企业层面构建了一个更符合中国国
情，并不依赖劳动者集体谈判假定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
市场结构下，较为合理地刻画了劳动者的工资决定机理。更进一步，依据该理论模
型可以有效构建刻画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指标，这使得该指标构建在严谨的经济
学理论基础之上。其次，从经验分析上，我们构建的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指标，对
数据的要求较低，并不需要较为详细的雇主—雇员数据。具体而言，我们提出了一
个工资收入的估计框架，将劳动者工资分解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劳动者的保留工资，

另一个是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由于我们的框架是基于生产函数估计的，因而只
需要产出、劳动者投入、资产总额、中间品投入和工资等公司运营数据，这些数据
在一般的企业数据库中均容易获得。并且，本文估计框架的关键部分是对投入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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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弹性的估计，对这些弹性的估计方法已经十分成熟。①因此，我们构建的指标具有
更为广泛的适用性。最后，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应用，我们还识别了贸易政策稳定
性是影响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无疑有助于深化对劳动者工资决
定机制的认识。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除引言外，第一部分为文献评述；第二部分建立了一个
劳动者工资决定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从企业层面测度劳动者工资议价能
力的方法和指标；第三部分则以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指标为基础，实证检验贸易政
策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第四部分为经验研究的稳健性分析；第五
部分则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最后为本文的结论。

二、劳动者工资议价模型与议价能力测度

我们参照Ｋｅ等的做法，通过在 Ｍｏｎｔｅｚ的理论框架下引入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
力，构建了一个由单个委托人与多个代理人组成的谈判模型。②

（一）企业的决策

我们假定企业ｆ在ｔ时雇佣一组劳动者Ｌｆｔ，每个劳动者ｊ选择提供Ｌｆｔｊ的劳动力

投入，所以企业ｆ总的劳动力投入Ｌｆｔ＝∑ｊ∈ＬｆｔＬｆｔｊ。为了简化推导过程，我们假定Ｌｆｔｊ
是一个连续变量。同时，我们假定每个劳动者与企业进行独立的谈判。企业的总生
产要素由资本Ｋ和劳动Ｌ以及中间品投入 Ｍ组成。

企业的总利润可以表示为：

　　πｆｔ＝ＰｆｔＱｆｔ－ｒｔＫｆｔ－ｐｍｔ Ｍｆｔ－ ∑
ｊ∈Ｌｆｔ
ｗｆｔｊＬｆｔｊ

其中Ｐｆｔ、Ｑｆｔ分别表示企业ｆ在ｔ时生产的产品价格和产量；ｒｔ、Ｋｆｔ分别为企业ｆ
在ｔ时投入的资本品价格和数量；ｐｍｔ、Ｍｆｔ分别为企业ｆ在ｔ时购买的中间品价格和
数量； ∑

ｊ∈Ｌｆｔ
ｗｆｔｊＬｆｔｊ为企业ｆ在ｔ时支付给劳动者的总报酬，我们将不包括工资支出的

利润表示为：

　　Ｒｆｔ＝ＰｆｔＱｆｔ－ｒｔＫｆｔ－ｐｍｔ Ｍｆｔ

·４４·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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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１４０７－１４５１；Ｊ．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Ｐ．Ｋ．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Ａ．Ｋ．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ａｎｄ　Ｎ．Ｐａｖｃｎｉｋ，

Ｐｒｉｃｅｓ，Ｍａｒｋｕｐｓ，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ｆｏｒｍ，＂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ｖｏｌ．８４，ｎｏ．２，２０１６，ｐｐ．４４５－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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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企业不雇佣劳动者ｊ，企业获得的不包括工资支出的利润即为：

　　Ｒｆｔ （－ｊ）＝Ｐｆｔ －ｊ（ ）Ｑｆｔ （－ｊ）－ｒｔＫｆｔ （－ｊ）－ｐｍｔ Ｍｆｔ （－ｊ）

相应地，企业不雇佣劳动者ｊ的总利润可以表示为：

　　πｆｔ －ｊ（ ）＝Ｒｆｔ －ｊ（ ）－ ∑
ｋ∈Ｌｆｔ＼ｊ

ｗｆｔｋＬｆｔｋ

我们将企业的最优化决策分解成两个步骤：企业ｆ先决定Ｍｆｔ和Ｋｆｔ的投入，再与
劳动者ｊ进行谈判，以决定Ｌｆｔｊ和ｗｆｔｊ。我们采用逆向归纳法来解决这一决策问题。

在第二阶段的工资谈判中，劳动者ｊ获得的工资收入可以表示为：

　　ｗｆｔｊＬｆｔｊ＝ｍｉｎ｛β
ｆｔｊ

１－βｆｔｊ
（Ｒｆｔ－ ∑

ｊ∈Ｌｆｔ
ｗｆｔｊＬｆｔｊ）＋ｗａ，ｆｔｊＬｆｔｊ，βｆｔｊ Ｒｆｔ－Ｒｆｔ －ｊ（ ）（ ）＋

　　　　　 １－βｆｔｊ（ ）ｗａ，ｆｔｊＬｆｔｊ｝

其中，βｆｔｊ是劳动者ｊ与企业ｆ进行工资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而ｗａ，ｆｔｊ为劳动者ｊ的
保留工资。由于所有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谈判都是独立进行的，我们可以假定没有
一个劳动者有足够的议价能力来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条件。

假设条件１：企业不会因为没有雇佣劳动者ｊ而停止生产，即对于所有的劳动者

ｊ，πｆｔ －ｊ（ ）＞０。

在假设条件１下，我们可得：

　　 βｆｔｊ
１－βｆｔｊ

（Ｒｆｔ－∑
ｊ∈Ｌｆｔ
ｗｆｔｊＬｆｔｊ）＋ｗａ，ｆｔｊＬｆｔｊ＞βｆｔｊ Ｒｆｔ－Ｒｆｔ －ｊ（ ）（ ）＋ （１－βｆｔｊ）ｗａ，ｆｔｊＬｆｔｊ

因此，劳动者ｊ所获得的工资可以表示为：

　　ｗｆｔｊＬｆｔｊ＝βｆｔｊ Ｒｆｔ－Ｒｆｔ －ｊ（ ）（ ）＋１－βｆｔｊ（ ）ｗａ，ｆｔｊＬｆｔｊ
接下来我们考虑企业的雇佣决策，由于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谈判都是独立进行

的，因此劳动者ｊ接受或拒绝合约都不会影响均衡条件下其他劳动者的工资
｛ｗ＊ｆｔｋＬ＊ｆｔｋ｝ｋ∈Ｌｆｔ＼ｊ。

所以，给定 ｗ＊ｆｔｋ｛ ｝ｋ∈Ｌｆｔ＼ｊ和 Ｌ＊ｆｔｋ｛ ｝ｋ∈Ｌｆｔ＼ｊ，企业ｆ的总利润可以表示为：

　　πｆｔ ｗｆｔｊＬｆｔｊ， ｗ＊ｆｔｋＬ＊ｆｔｋ｛ ｝ｋ∈Ｌｆｔ＼ｊ（ ）＝１－βｆｔｊ（ ）Ｒｆｔ＋βｆｔｊＲｆｔ －ｊ（ ）－ ∑
ｋ∈Ｌｆｔ＼ｊ

ｗ＊ｆｔｋＬ＊ｆｔｋ－

　　　　　　　　　　　　　　　（１－βｆｔｊ）ｗａ，ｆｔｊＬｆｔｊ
由一阶条件可得：

　　
πｆｔ
Ｌｆｔｊ

＝
Ｐｆｔ
Ｑｆｔ

Ｑｆｔ
Ｌｆｔｊ

Ｑｆｔ＋Ｐｆｔ
Ｑｆｔ
Ｌｆｔｊ

－ｗａ，ｆｔｊ＝０

进一步可得：

　　ｗａ，ｆｔｊ＝
Ｐｆｔ
μｆｔ
Ｑｆｔ
Ｌｆｔｊ

（１）

其中，μｆｔ＝
Ｐｆｔ
Ｑｆｔ

Ｑｆｔ
Ｐｆｔ
＋１

烄

烆

烌

烎

－１

为企业的边际成本加成率。

同时，我们假定是否雇佣劳动者ｊ不会影响企业的Ｍｆｔ和Ｋｆｔ的投入，即Ｍｆ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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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Ｍｆｔ，Ｋｆｔ －ｊ（ ）＝Ｋｆｔ。因此，企业的决策问题可以表示为：

　　 ｍａｘ
｛Ｍｆｔ，Ｋｆｔ｝

πｆｔ＝Ｒｆｔ Ｍｆｔ，Ｋｆｔ， Ｌ＊ｆｔｊ Ｍｆｔ，Ｋｆｔ（ ）｛ ｝ｊ∈Ｌｆｔ（ ）－ ∑
ｊ∈Ｌｆｔ
ｗ＊ｆｔｊ （Ｍｆｔ，Ｋｆｔ）Ｌ＊ｆｔｊ

　　　　　　 （Ｍｆｔ，Ｋｆｔ）

根据包络定理可得：

　　
πｆｔ
Ｋｆｔ

＝
Ｒｆｔ
Ｋｆｔ

＋ ∑
ｊ∈Ｌｆｔ

 Ｒｆｔ－ｗｆｔｊＬｆｔｊ（ ）｜Ｌｆｔｊ＝Ｌ＊ｆｔｊ（Ｍｆｔ，Ｋｆｔ）

Ｌｆｔｊ
烄

烆

烌

烎

Ｌ＊ｆｔｊ
Ｍｆｔ

＝
Ｒｆｔ
Ｋｆｔ

进一步可得：

　　
 Ｒｆｔ－ｗｆｔｊＬｆｔｊ（ ）｜Ｌｆｔｊ＝Ｌ＊ｆｔｊ（Ｍｆｔ，Ｋｆｔ）

Ｌｆｔｊ
＝０

由此可得两个一阶条件：

　　

Ｒｆｔ
Ｋｆｔ

＝
Ｐｆｔ
Ｑｆｔ

Ｑｆｔ
Ｋｆｔ

Ｑｆｔ＋Ｐｆｔ
Ｑｆｔ
Ｋｆｔ

－ｒｔ＝０

Ｒｆｔ
Ｍｆｔ

＝
Ｐｆｔ
Ｑｆｔ

Ｑｆｔ
Ｍｆｔ

Ｑｆｔ＋Ｐｆｔ
Ｑｆｔ
Ｍｆｔ

－ｐｍｔ＝０
烅

烄

烆

（２）

（二）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测度

测度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关键在于测算劳动者的保留工资ｗａ，ｆｔｊ，但是每个劳

动者的保留工资信息无法直接观测获取，我们只能通过对ｗａ，ｆｔ的估计间接推知。由

式 （１）可知：

　　ｗａ，ｆｔ＝
Ｐｆｔ
μｆｔ
Ｑｆｔ
Ｌｆｔθ

ｌ
ｆｔ （３）

其中，θｌｆｔ＝
Ｑｆｔ
Ｌｆｔ

Ｌｆｔ
Ｑｆｔ
为劳动的产出弹性。

通过式 （２）可得：

　　１＋
Ｐｆｔ
Ｑｆｔ

Ｑｆｔ
Ｐｆｔ

烄

烆

烌

烎

Ｑｆｔ
Ｍｆｔ

Ｍｆｔ
Ｑｆｔ
＝
ｐｍｔＭｆｔ
ＰｆｔＱｆｔ

进一步表示为：

　　μｆｔ＝θ
ｍ
ｆｔαｍｆｔ（ ）－１

其中，θｍｆｔ＝
Ｑｆｔ
Ｍｆｔ

Ｍｆｔ
Ｑｆｔ
是中间品投入的产出弹性，αｍｆｔ＝

ｐｍｔＭｆｔ
ＰｆｔＱｆｔ
是中间品投入占总

销售收入的比重。

因此，式 （３）可以变形为：

　　ｗａ，ｆｔ＝
Ｐｆｔ
（αｍｆｔ）－１

Ｑｆｔ
Ｌｆｔ
θｌｆｔ
θｍｆｔ

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可以表示为工资收入与保留工资之间的差值，即：

　　βｆｔ＝ｗｆｔ－ｗａ，ｆ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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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ｆｔ取值越大，表示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越强。

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我们可以直接获取企业购买中间品投入的支出ｐｍｔ
Ｍｆｔ，因为需要考虑物价因素，对此我们用４分位的中间产品价格指数进行平减。Ｐｆｔ
Ｑｆｔ可以利用企业ｉ在ｔ年的总销售收入并用４分位的产出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劳动

者投入Ｌｆｔ直接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获取。ｗｆｔ为企业的年工资总额。Ｋｆｔ为年固

定资产平均余额，并采用年度投资价格指数来进行折算。中国年度投资价格指数、

中间品和产出价格指数均来自于Ｂｒａｎｄｔ等。①通过对生产函数的回归也可以获得劳

动的产出弹性 （θｌｆｔ）和中间品投入的产出弹性 （θｍｆｔ）。具体而言，我们借鉴

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ｇ等的方法，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企业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并结
合Ｄｅ　Ｌｏｃｋｅｒ和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的做法，在回归方程中加入高阶多项式，从而获得企业
层面的劳动产出弹性和中间品投入的产出弹性。②

三、理论假说与计量经济模型

作为第二部分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我们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定量考察贸易政策

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

（一）理论假说

劳动者就工资与企业展开谈判的议价能力，通常与两个方面的因素相关。第一

个方面的因素是劳动者自身的特质，譬如劳动者是否属于工会成员、劳动者的谈判
技巧、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劳动者已有的资产水平、劳动者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等。

一般而言，属于工会组织的劳动者，由于有强大的工会组织作后盾，因而在工资议
价中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劳动者的口才好，善于辩论，那么在和企业工资议价中
势必会得到好处；劳动者拥有特殊的技能或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无疑更受用工企
业的青睐，其工资议价能力相对更强；如果劳动者本身具有较雄厚的资产实力，不
必担心失业后的生计，那么这样的劳动者在和企业的谈判中势必会更加强势；此外，

倘若劳动者的家庭成员中有具有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社会关系，企业和这样的劳动
者在工资议价中一般也会处于劣势。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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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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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的因素就是劳动者和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如果劳动力的供给很多，

企业雇用劳动力的选择余地相对较大，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形下，劳动者的工

资议价能力下降；如果经济景气，市场需求旺盛，企业用工需求激增，此时劳动者

的工资议价能力无疑会增加；如果劳动者所在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备，失业

救济水平较高，那么劳动者所面临的失业威胁或失业成本较低，这势必有助于劳动

者在与企业进行工资议价时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

在开放经济环境中，贸易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属于上述第二个方面的

因素，贸易通过改变国家的经济环境和失业率来影响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① 出

口增加，将扩大国内需求，使得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需求增加，劳动力市场变得更

加紧张，劳动者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增多，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无疑会上升。进

口增加，将挤占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进而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者的工资议

价能力相应下降。

通过加入多边贸易组织，签订多边贸易协定，可以提高贸易政策稳定性，从而

有助于贸易的增长。事实上，我国自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以来，出口贸易得到迅猛发

展，更是在２０１３年后，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结合上述逻辑推理，我们

得到下述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１：提高贸易政策稳定性，将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内

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

此外，由于行业特征不同，贸易政策稳定性对不同行业出口的影响大小也存在

显著的不同。通常来说，对于商品异质性很强的行业，由于其商品替代性较弱，受

市场波动影响较小，贸易政策稳定性提升对其出口影响较小，因而对其劳动者的工

资议价能力影响并不会十分显著。对于处于垄断行业的企业来说，贸易政策稳定性

提升对其出口影响也较弱，同样对其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也应该低于处于

竞争行业劳动者的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本身对劳动的需求较多，致使劳动者

的工资议价能力较强，贸易政策稳定性提升，更会强化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

由此，我们得到另外一个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２：由于不同行业受贸易政策稳定性的影响不同，因而贸易政策稳定

性的提升，对不同行业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影响不一，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

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体现出行业异质性。

（二）贸易政策稳定性的测度

作为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有效测度贸易政策稳定性尤为重要。考虑到贸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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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不确定性源于贸易措施的不可预知性，导致贸易产品遭受贸易壁垒的不确定性。

由于贸易措施既有显性的贸易壁垒，比如关税和配额，又有隐性的贸易壁垒，诸如
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等，这使得准确刻画和度量贸易政策稳定性变
得异常困难。作为一种近似的手段，通常通过刻画关税的变化程度来度量贸易政策
的稳定性。由于中国加入 ＷＴＯ使得中国面临各成员国的关税从之前的具有较大随
意性的水平，变为确定性的最惠国待遇的关税水平，因此，我们以中国加入 ＷＴＯ
这一事件为契机，借以考察贸易政策稳定性的变化，以期识别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
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

注意到２００１年之前，美国持续多年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我们以２００１年美
国给予非正常贸易关系伙伴的贸易关税 （又称ｃｏｌｕｍｎ　２ｔａｒｉｆｆｓ）与最惠国待遇的贸
易关税 （ＭＦＮ　ｔａｒｉｆｆｓ）的差异来度量我国面临的贸易政策稳定性。在具体的测算
上，我们采用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借鉴Ｌｉｕ和 Ｍａ计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
方法，①依据海关编码 （ＨＳ）６分位上各个商品对应的ｃｏｌｕｍｎ　２关税和 ＭＦＮ关税
的自然对数差，其计算表达式为：ＴＰＵ１＝ｌｏｇ（τｃｏｌ２ｉ ／τｍｆｎｉ ），其中，τｃｏｌ２ｉ 表示对第ｉ种

商品征收的ｃｏｌｕｍｎ　２关税，τｍｆｎｉ 为对ｉ种商品征收的 ＭＦＮ关税，其数据来源于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等。②在此基础上，将所得到的６分位商品的贸易政策稳定性值，通过 ＨＳ６
分位的商品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ＩＳＩＣ）进行转换，再对照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ＣＩＣ），通过简单平均加总转化为ＣＩＣ４分位行业的贸易政策稳定性值 （ＴＰＳ１）。③

第二种方式则是参考利用 Ｈａｎｄｌｅｙ和 Ｌｉｍａｏ测算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方法。

Ｈａｎｄｌｅｙ和Ｌｉｍａｏ借助局部均衡模型，通过求解，构建了一个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
性的方法：ＴＰＵ２＝１－ （τｃｏｌ　２ｉ ／τｍｆｎｉ ）－σ，其中，!为产品的替代弹性，根据Ｈａｎｄｌｅｙ和

Ｌｉｍａｏ的估计，σ＝３，类似地，本文也采用σ＝３。和第一种测度方式一样，将 ＨＳ６
分位产品层面获得的贸易政策稳定性值，依据ＣＩＣ通过简单平均加总转化为ＣＩＣ４
分位行业的贸易政策稳定性值 （ＴＰＳ２）。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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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稳定性的度量方法和外文文献中度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方法一样，考虑到
政策含义，本文以贸易政策稳定性来刻画一国所面临的国外贸易政策的确定性程度。
参见 Ｑ．Ｌｉｕ　ａｎｄ　Ｈ．Ｍａ，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ｉｒｍ　Ｌｅｖ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７．
参见Ｒ．Ｆｅｅｎｓｔｒａ，Ｊ．Ｒｏｍａｌｉｓ　ａｎｄ　Ｐ．Ｓｃｈｏｔｔ，Ｕ．Ｓ．Ｉｍｐｏｒｔｓ，Ｅｘｐｏｒｔｓ，ａｎｄ　Ｔａｒｉｆｆ
Ｄａｔａ，１９８９－２００１，＂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９３８７，２００２．
该值越大意味着贸易政策稳定性越弱。
参见Ｋ．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Ｎ．Ｌｉｍｏ，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７，

ｎｏ．９，２０１７，ｐｐ．２７３１－２７８３．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
数据库实际上是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的微观基础，其统计口径与统计年鉴相同。该
数据的调查对象涵盖了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和主营业务收入大于５００万元的非国有企
业，即全部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我们选取其中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７年的数据，之所以
选择这一期间数据，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按照规模以上统计口径进
行数据采集的初始年份是１９９８年，这样能获得的口径统计一致的数据的最早年份是

１９９８年，而２００７年之后的数据则存在较为严重的关键变量缺失问题。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包含了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全部４０个２分位的工业制造业，并且将行
业进一步细分至４分位。其中，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７年间的数据，包含了企业所属行业、

区域、代码、所有制类型，以及资产、负债、工业产值 （总产值和销售产值）、资
本、销售额、出口、从业人员数以及应付工资等财务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了关于企业方面的诸多指标，然
而，数据库中却存在较为严重的指标异常值问题。①如果纳入这些明显不符合常理的异
常值，势必会影响到经验分析的结果，因此在进行经验分析前，必须进行排除。对
此，根据谢千里等的建议，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处理。（１）删除固定资产净值、就业人
数、工业增加值和销售收入缺失或者为０的样本观测值，并剔除平均就业人数少于８
人的企业。（２）计算工资与增加值的比值，在此基础上剔除上下５％的样本观测值。②

第二个数据来源于Ｆｅｅｎｓｔｒａ等。Ｆｅｅｎｓｔｒａ等给出了 ＨＳ６分位商品的ｃｏｌｕｍｎ　２
关税和 ＭＦＮ关税，据此，我们可以求得ＣＩＣ４分位行业的贸易政策稳定性值。③

（四）计量模型设定与回归结果

加入 ＷＴＯ使得我国出口产品享受 ＷＴＯ成员国的待遇，特别是在美国市场，

从此自动获得永久最惠国待遇，这无疑极大消除了我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可能按
照ｃｏｌｕｍｎ　２关税来征收进口关税的不确定性。由于ｃｏｌｕｍｎ　２关税是美国１９３０年

Ｓｍｏｏｔ－Ｈａｗｌｅｙ关税法案下的产物，因此，对企业而言，我们可以将由ｃｏｌｕｍｎ　２关
税计算得到的２００１年所面临的贸易政策稳定性视为外生给定。注意到在加入 ＷＴＯ
之前，各个行业所面临的贸易政策稳定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样我们可以利用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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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聂辉华、江艇、杨汝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界经
济》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参见谢千里、罗斯基、张轶凡：《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与收敛》，《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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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借以识别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
响。具体来说，那些在加入 ＷＴＯ之前面临较小贸易政策稳定性的行业，即面临较
高ｃｏｌｕｍｎ　２关税的行业，在我国加入 ＷＴＯ后将面临较大幅度的出口增长。与之相
反，那些在加入 ＷＴＯ之前面临ｃｏｌｕｍｎ　２关税较低的行业，在我国加入 ＷＴＯ后面
临出口增长幅度也较小。因此，那些在加入 ＷＴＯ之前面临较高ｃｏｌｕｍｎ　２关税的行
业可以被视为 “处理组”，而在加入 ＷＴＯ之前面临较低ｃｏｌｕｍｎ　２关税的行业可以被
视为 “控制组”。基于此，我们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γｉｓｔ＝αｉ＋βＴＰＳｓ＊ｐｏｓｔｔ＋Ｘ′ｉｓｔψ＋Ｚ′ｓｔ＋λｔ＋εｉｓｔ （４）

式 （４）中，γｉｓｔ为ｓ行业内企业ｉ在ｔ年的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对数值。αｉ为
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ＴＰＳｓ为ＣＩＣ４分位的贸易政策稳定性值。ｐｏｓｔｔ为年
份虚拟变量，年份在２００１年及之前的取０，年份在２００１年之后的取１。Ｘ′ｉｓｔ为企业
层面的时变变量集，无论对于劳动者还是企业，其讨价还价的能力与双方达不成协
议时各自所能承担的成本或者代价有关。①一般而言，具有较多存货、较充裕流动资
产的企业在和劳动者的工资议价中处于较强势的地位，②因此，我们在回归模型中纳
入了企业的销售规模、企业的要素密集度、企业的存货、企业的流动资产和负债等
控制变量。企业销售规模 （ｌｏｇｓａｌｅ），用企业总销售收入的对数值来表示；企业要素
密集度 （ｋｌ），用企业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与平均就业人数的比值来表示；企业存货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用企业的存货额与总产出的比值来表示；企业流动资产 （ｌｉｑｕｉｄ）用企
业的流动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表示；企业负债 （ｄｅｂｔ）用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
比值来表示；外资所占比例 （ｆｏｒｒａｔｉｏ）用外商资本金占实收资本的比值来表示。

Ｚ′ｓｔ为行业时变变量集。λｔ为不随个体变化，只随时间变化的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ｓｔ为随
机误差项。β为本文重点关注的待估参数，ψ和为待估参数集。

相关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γ 以对数值表示的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 ８８５０６３　 ６．８０１　 １．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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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Ｒ．Ｌａｙａｒｄ，Ｓ．Ｎｉｃｋｅｌｌ　ａｎｄ　Ｒ．Ｊａｃｋｍａ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参 见 Ｓ．Ｃｌａｒｋ，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０１，ｎｏ．４０５，１９９１，ｐｐ．２３０－２３８；Ｓ．Ｃｌａｒｋ，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ａｎ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Ｗ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４０，ｎｏ．２，１９９３，ｐｐ．１６５－１８３；Ｊ．Ｄｏｒ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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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变量名 变量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ＴＰＳ１ 以第一种方式测度的贸易政策稳定性值 ８８５０６３　 ０．２５９　 ０．１１９

ＴＰＳ２ 以第二种方式测度的贸易政策稳定性值 ８８５０６３　 ０．４９５　 ０．１８７

ｌｏｇｓａｌｅ 以对数值表示的企业销售规模 ８８４９８３　 １０．１３２　 １．３０５

ｋｌ 企业要素密集度 ８８５０６３　 ７０．００５　 １６１．４５６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企业存货 ８８５０６３　 ０．２１９　 １０．６７３

ｌｉｑｕｉｄ 企业流动资产 ８８５０６３　 ０．５７５　 ０．４０１

ｄｅｂｔ 企业负债 ８８５０６３　 ０．５９６　 ０．３１８

ｆｏｒｒａｔｉｏ 外资比例 ８８５０６３　 ０．０９２　 ０．２６５

采用倍差法来分析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所基于的一个

假设是控制组和处理组具有可比性，即如果不存在加入 ＷＴＯ对不同行业贸易政策
稳定性的冲击，控制组和处理组内企业的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差异应不随时间变
化。图１中，我们简单地以ＴＰＳ中位数为临界值把行业平均分为高贸易政策稳定性
行业 （ＬＴＰＳ）和低贸易政策稳定性行业 （ＨＴＰＳ）两组，纵轴表示劳动者的工资议
价能力。此外，我们还分别采用ＴＰＳ１ （下图左）和ＴＰＳ２ （下图右）两种指标来衡
量贸易政策稳定性。如下图所示，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前，高贸易政策稳定性行业
和低贸易政策稳定性行业内企业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加入

ＷＴＯ后，相对于高贸易政策稳定性行业，低贸易政策稳定性行业企业劳动者的工
资议价能力上升幅度更大。为了避免作图分组标准的误差等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我
们进一步利用倍差法并结合多种稳健性检验来进行更为细致的经验分析。

不同贸易政策稳定性行业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变化的比较图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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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之前所述的数据处理方法，我们最终获得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２３４４０５家企业的

数据，样本观测值约为８８５０６３。以对数值表示的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γ的均值约为

６．８０１。ＴＰＳ１的均值约为０．２５９，ＴＰＳ２的均值较大，约为０．４９５。基本回归结果见

表２。

表２　基本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ＴＰＳ１＊ｐｏｓｔ

ＴＰＳ２＊ｐｏｓｔ

ｌｏｇｓａｌｅ

ｋｌ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ｌｉｑｕｉｄ

ｄｅｂｔ

ｆｏｒｒａｔｉｏ

０．２８３＊＊ ０．３５３＊＊＊

［０．１２６］ ［０．０９９］

０．２０５＊＊＊ ０．２１７＊＊＊

［０．０７８］ ［０．０５９］

０．９０４＊＊＊ ０．９０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观测值 ８８５０６３　 ８８４９５６　 ８８５０６３　 ８８４９５６

Ｒ２　 ０．８１４　 ０．８５６　 ０．８１４　 ０．８５６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的产业层面聚类标准误差；＊、＊＊、＊＊＊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２汇报了方程 （４）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两种不同方法计算的贸易政策稳

定性指标ＴＰＳ与ｐｏｓｔ的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

者工资议价能力有正向的影响，即相对于加入 ＷＴＯ前处于较高贸易政策稳定性行

业的企业，贸易政策稳定性的提高，提升了那些在加入 ＷＴＯ之前处于较低贸易政

策稳定性行业企业的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其他控制变量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

影响也与预期基本相符，资本劳动比越高的企业，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会越弱。外

资占比越高的企业，其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越高。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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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分析

为了保证倍差法结果的可信性，考虑到一系列可能影响到上述回归结果的因素，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做了以下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①

（一）劳动者预期的影响

如果劳动者预期到加入 ＷＴＯ将有助于劳动者议价能力的提高，那么这种预期

效应无疑将会影响到加入 ＷＴＯ之前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进而会影响到基准结

果的可靠性。基于此，我们检验了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是否会受到预期我国即将加

入 ＷＴＯ的影响。在表３ （下页）的第 （１）和 （３）列，我们控制了ＴＰＳ和２０００年

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ＴＰＳ＊ＹＲ２０００，在表３的第 （２）和 （４）列，我们进一步控

制了 ＴＰＳ和２００１年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ＴＰＳ＊ＹＲ２００１。结果显示，ＴＰＳ＊
ＹＲ２０００的系数不显著，ＴＰＳ＊ＹＲ２００１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是由于中国在２００１年

底已经基本完成了加入 ＷＴＯ的程序。同时，ＴＰＳ＊ｐｏｓｔ的结果仍显著为正，说明

预期效应并不会对我们的主要回归结果产生影响。

（二）不可观测遗漏变量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排除可能存在的其他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我们进行了安慰

剂检验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ｔｅｓｔ），其估计结果在表３的第 （５）和 （６）中列示。我们只保留了
加入 ＷＴＯ前的数据，即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的数据，同时计算各个年份对应的ＴＰＳ值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ＰＳ）。根据Ｔｏｐａｌｏｖａ，②我们预期ａｎｎｕａｌ　ＴＰＳ的系数应不显著，否则说明

存在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这会导致我们对回归系数的估计产生偏误。结果显示，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ＰＳ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且数值较小，这说明我们的主要回归结果不受这些

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的影响。

（三）进口竞争的影响

考虑到一国贸易既有出口又有进口，在加入 ＷＴＯ后出口贸易政策稳定性提升，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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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还做了涉及样本选择偏误、模型设定等方面的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文中没有
一一列举，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下文列表中的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基本回
归中的企业销售规模、企业要素密集度、企业存货、企业流动资产、企业负债和外资
比例。
参见Ｐ．Ｔｏｐａｌｏｖａ，Ｆａｃｔｏｒ　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２，ｎｏ．４，２０１０，ｐｐ．１－４１．



无疑会促进一国的出口，提升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进口关
税的降低，将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向国内出口，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更加激烈，这
有可能会降低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因此，考虑到进口竞争的可能影响，结合我
国在加入 ＷＴＯ后，进口关税也随即大幅下降的事实，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再加入进
口行业的平均关税 （Ｉｍｔａｒｉｆｆｓ），以控制进口竞争的可能影响。回归的结果见表３的
第 （７）和 （８）列。由表３的第 （７）和 （８）列结果显示，行业进口关税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负，但数值相对较小。而ＴＰＳ＊ｐｏｓｔ的数值变化较小且显著为正，这说明
进口竞争并没有影响到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的工资议
价能力的影响依旧保持稳定。

（四）样本缺损的可能影响

此外，在回归样本的处理过程中由于造成了样本缺损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ｔｔｒｉｔｉｏｎ），这可
能会影响系数估计的准确性。具体而言，样本缺损误差和样本选择误差一样，在非
随机的情况下，会产生系数估计的内生性，从而导致有偏的系数估计。为了检验在
我们的研究环境下，样本缺损误差是否会显著地导致系数估计的偏误，我们采取了
文献中常用的两种方法，并分别做了稳健性检验。第一种是采用Ｄｕｆｌｏ的做法，首
先根据企业的一些特征值估计企业的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值缺失的概率 （Ｐｒｏｍｉｓｓ），

并把这个概率以及概率的平方项加入到回归方程中，结果列示在表３的第 （９）和
（１０）列。①第二种是采取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推荐的Ｉｎｖｅｒｓ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ＰＷ）

方法，把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值缺失的概率作为回归方程的样本权重进行加权回归，

该结果列示在表３的第 （１１）和 （１２）列。结果显示，贸易政策稳定性指标ＴＰＳ与

ｐｏｓｔ的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系数与本文基本回归结果表２相差不大，说明
样本缺损并不会对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产生影响。②

表３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ＴＰＳ１ ＴＰＳ１ ＴＰＳ２ ＴＰＳ２ ＴＰＳ１ ＴＰＳ２ ＴＰＳ１ ＴＰＳ２ ＴＰＳ１ ＴＰＳ２ ＴＰＳ１ ＴＰＳ２

ＴＰＳ＊
ｐｏｓｔ

０．３５９＊＊＊０．４２４＊＊＊０．２２０＊＊＊０．２６４＊＊＊ ０．３３２＊＊＊０．２０４＊＊＊０．３７０＊＊＊０．２２５＊＊＊０．３４６＊＊＊０．２１３＊＊＊

［０．０９９］［０．１１９］［０．０５８］［０．０７０］ ［０．０８５］［０．０５０］［０．０９４］［０．０５６］［０．０９９］［０．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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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Ｅ．Ｄｕｆｌｏ，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ｎ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１，２００１，ｐｐ．７９５－８１３．
参见Ｊ．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２００２，ｐｐ．１１７－
１３９；Ｊ．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ｖｏｌ．１４１，２００７，ｐｐ．１２８１－１３０１．



续表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ＴＰＳ１ ＴＰＳ１ ＴＰＳ２ ＴＰＳ２ ＴＰＳ１ ＴＰＳ２ ＴＰＳ１ ＴＰＳ２ ＴＰＳ１ ＴＰＳ２ ＴＰＳ１ ＴＰＳ２

ＴＰＳ＊

ＹＲ２０００

ＴＰＳ＊

ＹＲ２００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ＰＳ

Ｉｍｔａｒｉｆｆｓ

Ｐｒｏｍｉｓｓ

Ｐｒｏｍｉｓｓ

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０］［０．０６０］［０．０３１］［０．０３６］

０．１７５＊＊＊ ０．１１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０］

０．１３４　 ０．０５８

［０．１０１］［０．０６９］

－０．００３＊＊－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１５．５４７＊＊＊１５．５４４＊＊＊

［１．８７７］［１．８７７］

８．７１２＊＊＊８．７０２＊＊＊

［０．７４８］［０．７４９］

其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
观测值

８８４９５６　８８４９５６　８８４９５６　８８４９５６　２３２８１７　２３２８１７　６８３８５９　６８３８５９　８８４９５６　８８４９５６　８８４９５６　８８４９５６

Ｒ２　 ０．８５６　 ０．８５６　 ０．８５６　 ０．８５６　 ０．８８３　 ０．８８３　 ０．８６０　 ０．８６０　 ０．８５７　 ０．８５７　 ０．８４７　０．８４７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的产业层面聚类标准误差；＊、＊＊、＊＊＊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五、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理论假说２，这一部分，我们从不同角度经验分析贸易政策稳定
性，对不同行业企业和不同类型企业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

（一）行业产品的差异化程度

行业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会影响工人间的可替代性。具体而言，当行业产品的差
异化程度较低，行业内企业所使用的技术较为接近，工人所要求掌握的技能相似，

企业间工人的替代程度较高。当行业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较高时，行业内企业所使用
的技术差异势必较大，企业间工人所要求掌握的技术差异很大，这会限制短期内不
同企业间工人的流动。因此，预期贸易政策稳定性的变化对差异化程度较高行业劳
动者的影响相对不显著，而对差异化程度较小行业劳动者的影响应更为显著。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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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根据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对行业进行分类，比较在不同行业产品差异
化程度下，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首先，参考Ｒａｕｃｈ对产
品进行分类的标准，根据行业内产品的特征将行业进行分类，以确定行业是同质性
行业还是异质性行业。①然后，我们再进行匹配和分样本回归，其结果由表４ （下
页）的 （１）到 （４）呈现。从表４的 （１）到 （４）列不难发现，不论是差异化产品
行业还是同质性产品行业，贸易政策稳定性的提升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都
是正向的，并且对同质性产品部门的影响更加显著。

（二）行业竞争程度

垄断性行业内的企业依据垄断地位能够获得超额利润，企业处于相对强势地位，

同时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而竞争性行业内的企业利润水平相对较低，劳动
者工资水平也相对较低。当贸易政策稳定性提升引致出口增加时，竞争性行业内企
业的劳动者要求增加工资的动力更强，更有助于其议价能力的提升。因此，贸易政
策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也会因行业竞争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这样，我们根据公式Ｈｉ＝∑
ｎ

ｊ＝１
（ｓａｌｅｉｊ／∑

ｎ

ｊ＝１
ｓａｌｅｉｊ）２，其中ｓａｌｅｉｊ为行业ｉ中企业ｊ的销

售收入，Ｈｉ为行业ｉ的赫芬达尔指数 （以刻画行业ｉ的竞争程度），可以计算出每个
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根据计算的二分位行业赫芬达尔指数数值的大小，将行业分
成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在此基础上得到两个子样本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
果如表４的第 （５）到 （８）列所示。结果显示，贸易政策稳定性的提升对劳动者工
资议价能力的正向影响对竞争行业相对更大。

（三）行业要素密集度

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对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需要的劳动力较多，因此，劳动密
集型行业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受贸易政策稳定性的影响也会较大。表４的第 （９）

到 （１２）列列示了根据企业资本与劳动的比值大小将样本分成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
集型行业的子样本后，分别进行回归的结果。从该结果不难看出，贸易政策稳定性
的提升均显著地提升了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此外，跟预期一致，贸易政策稳定
性的提升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正向影响程度要高于对资本密集

型行业的影响程度。

（四）企业的所有制类型

注意到企业所有制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其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不同，对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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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经验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类型下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其企业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

响。一般来说，在我国现行经济运行机制下，国有企业的工资结构相对稳定，因此

贸易政策稳定性增加对非国有企业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提升效应要大于国有企业

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提升效应。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我们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

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并进行回归，其结果见表４的第 （１３）到 （１６）列。

表４的第 （１３）和 （１４）列为以第一种方法所计算的贸易政策稳定性进行回归

的结果。对于国有企业子样本而言，其ＴＰＳ＊ｐｏｓｔ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且系数远小

于非国有企业子样本的估计系数０．３５９；而表４的第 （１５）和 （１６）列则为以第二

种方法所计算的贸易政策稳定性进行回归的结果，与以第一种方法计算得到的贸易

政策稳定性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类似，对于国有企业子样本而言，其ＴＰＳ＊ｐｏｓｔ的

估计系数仍不显著，而非国有企业子样本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由此可知，贸易政

策稳定性的提升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正向影响只适用于非国有企业，而对国有

企业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几乎没有影响。

表４　异质性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ＴＰＳ１ ＴＰＳ２ ＴＰＳ１ ＴＰＳ２

差异化 同质性 差异化 同质性 竞争 垄断 竞争 垄断

ＴＰＳ＊ｐｏｓｔ
０．３０４　 ０．３１９＊＊ ０．２００　 ０．１７６＊＊ ０．３０６＊＊ ０．２０７＊ ０．１９１＊＊ ０．１２０＊

［０．１９３］ ［０．１４８］ ［０．１２８］ ［０．０８５］ ［０．１３２］ ［０．１１６］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２］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观测值 ３９２１７４　 ２７２３８９　 ３９２１７４　 ２７２３８９　 ５９３８１４　 ２８２８５０　 ５９３８１４　 ２８２８５０

Ｒ２　 ０．８６３　 ０．８６９　 ０．８６３　 ０．８６９　 ０．８５４　 ０．８７０　 ０．８５４　 ０．８７０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ＴＰＳ１ ＴＰＳ２ ＴＰＳ１ ＴＰＳ２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国有 非国有 国有 非国有

ＴＰＳ＊ｐｏｓｔ
０．２７２＊＊＊ ０．３８６＊＊＊ ０．１６８＊＊＊ ０．２４２＊＊＊ －０．０１５　 ０．３５９＊＊＊ －０．００２　 ０．２１７＊＊＊

［０．０９２］ ［０．１４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９０］ ［０．１１４］ ［０．０９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７］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观测值 ４９８３１８　 ３２７８９１　 ４９８３１８　 ３２７８９１　 １２２７５５　 ５２７８６７　 １２２７５５　 ５２７８６７

Ｒ２　 ０．８８２　 ０．８３２　 ０．８８２　 ０．８３２　 ０．９２３　 ０．８２０　 ０．９２３　 ０．８２０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的产业层面聚类标准误差；＊、＊＊、＊＊＊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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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从现实角度看，劳动者收入的稳步提升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有利于缩
小贫富差距，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也有助于我国经济从出口投资拉动型转向消
费驱动型，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因此，探究促进劳动者收入提升的
渠道和影响因素则显得更加必要和迫切。从理论研究上看，劳动者工资的决定机制
一直是劳动经济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和重要议题，而刻画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又是
洞悉劳动者工资决定机制的关键所在。在微观层面的经验分析中，受制于方法和数
据的限制，使得有效度量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变得十分困难。本文通过构建可以
用来测度企业层面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数据，测算了各企业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并借以分析贸易政策稳定性对我
国企业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

毫无疑问，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影响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因素，

洞察劳动者工资的形成机制，深刻理解贸易政策稳定性对一国劳动者的影响。一方
面，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无疑有助于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稳定的
贸易政策对国内微观经济行为主体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
态的背景下，争取稳定的贸易政策，对于 “稳外贸”，保证经济平稳增长都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同时，稳定的贸易政策也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有利于我国
早日建成消费主导型经济体。

〔责任编辑：梁　华〕

·９５·

开放经济体系中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



书书书

（２）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ｅｎ　Ｊｉｎｈｕａ·２３·

Ｔ　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ａｎｄ　ｍ　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ｇｕａｒａｎ－
ｔｅ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Ｗ　ｅｓｔｅｒ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ｉｌｅｍ　ｍ　ａｓ　ａｎｄ　Ｃ　ｈｉｎａ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ｓｔａｔｅ　ｄｏｍ　ｉ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ｌｏｇ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ｍ　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　ｓ　ａ　ｗ　ｏｒｌｄｗ　ｉｄｅ　ｉｓｓｕｅ，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ｌｏｇ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ｍ　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ｕｌｅｓ，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　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　ｏｒｄｓ，ｓｔａｔｅ　ｌｏｇｉｃ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　ｉｌ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　ｅｒ，ｂｕ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ｙｎａｍ　ｉｃ　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ｔ　ｉｓ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ａ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Ｃｈｉ－
ｎａｓ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ｔａｔｅ　ｌｏｇｉｃ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ｉｍｐ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ｃｏｐ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ｓｔｅａｄ，ｉｔ
ｉｎｓｉｓｔｓ　ｏｎ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
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ｏ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ｗａｒｄ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ｏ　ａｓ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ａｄｊｕｓｔ－
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ｂ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ｅｌｐｓ　ｕｓ　ｔｏ　ｒｉｄ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ｍａｎｎ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
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ｐｅｎｓ　ｕｐ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３）Ｔｈｅ　Ｗａｇ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ａｎ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Ｘｉｅ　Ｓ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Ｌｕ　Ｙｉ　ａｎｄ　Ｃａｉ　Ｘｉｑｉａｎ·４０·

Ｉｎ　ａｎ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ｗａｇｅｓ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ｕｓ　ｉｄｅｎｔｉ－
ｆｙ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ｗａｇｅｓ．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ｗ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ｗａｇ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ｗｏｒｋ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ｗ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ｌａ－
ｂｏｒｓ　ｗａｇ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Ｗ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ａｋ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Ｄａｔａ　ａｓ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ｌａｂｏｒｓ　ｗａｇ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ｏｐｅ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ｕ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ａ　ｍｏｒ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ａｉｓｅｓ　ｌａｂｏｒｓ　ｗａｇ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ｗｈｉｃｈ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

·５０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ｃｉｎｇ　ｗａｇｅｓ．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
ｎｉｎｇ　ｗａｇｅｓ　ｉｎ　ａｎ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４）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Ｌｉｕ　Ｓｈａｏｊｉｅ·７８·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　ｄ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ｎｅ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ｙ　ｐｒｏｐ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Ｍａｒｘｉｓ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
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ｈａｓ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ａ
ｗｉｄｅ－ｒａｎｇ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ｒａｎｇ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５）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ｉｕ　Ｌｉａｎｔａｉ·１００·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
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ｘ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ｉｅｄ　ｗｉｔｈ，ｗｈｉ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ｂｅ　ｅｘ－
ｅｃｕｔｅｄ．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ｊｕｄｇ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
ｐｌｅ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ｊｕｄｇ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ｉｓ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ａｓｋｓ　ｂｅ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ｂｙ　ｉ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ａｗ．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ｔｅｒｓ，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ｇｕ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ｇｉｖｅ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ｂｏｄｉｅｓ．Ｉ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ｒ
ｅｘｅｃｕｔｅ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ｉｍ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ａ－
ｂｉｌｉｔｙ．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ｖｉ－
ｓ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ｌａｗ．

·６０２·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